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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抗日战争爆发后， 北平大部分知识分子避乱南下， 但也有人选择了艰苦备尝的留守。 在

民族大义与自身生存的双重压力下， 这一留守群体在出处去就上的犹豫和徘徊、 个人情感上的愤懑与自

谴、 交际方式上的谨慎与敏感、 生存著述上的困窘与抵抗， 皆呈现出了一种复杂而微妙的场景。 作为留守

者， 特别是被视为社会良知代表的知识分子， 他们似乎又遭受了比普通民众更为严格的道德评判。 战后，
这一群体甘于沉默的心态和不被理解的苦痛使他们对这段经历多避而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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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深入， 对沦陷区知识

分子的探讨日渐为学界所关注， 研究视角主要集

中在地域选择、 政治倾向与著述转变等层面。［１］

当然， 有时对这一群体的心态和境遇， 不免存在

着 “倒放电影” 式的论列与评判。［２］ 故而， 对沦

陷区知识分子的政治心态、 交际形式、 生存压力

与著述环境等问题， 仍有进一步开拓的空间。 笔

者不揣简陋， 以身处 “笼城” 北平的知识分子

群体为探讨对象， 对此问题加以申说。

一、 北平留守知识分子的政治心态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 对于战争之下北平城如

何得以保存的问题， 北平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主

张即出现了分化。 部分学者如江翰、 马衡、 徐炳

昶等， 出于保存北平古物的考虑， 发起了北平为

“文化城” 的运动。 但提倡者主张的北平不驻

兵、 撤出军事装备， 成为不设防城市， 被视为有

利于日本侵略， 从而遭到了傅斯年、 鲁迅等人的

极力反对。 傅氏颇为痛心地说： “北平学者出此

下策， 斯年实为中国读书人惭愧也。” ［３］（Ｐ４２９） 在

劝说无效后， 他还向蔡元培等人写信申明立

场。［４］七七事变后， 北平知识分子在留守与南迁

的问题上， 态度也多有不同。 随着大部分学人选

择离开， 作为留守于北平的知识分子， 他们在国

家的抗战前途、 个人的出处去就等问题上， 政治

心态颇为复杂而微妙。
北平沦陷后， 当时的知识分子对北平将来的

局势， 不免存有截然两途的认识。 乐观必胜论者

以胡适、 潘光旦等为代表。 胡适即认为自己是个

不可救药的乐观之人， 他看到李方桂因国难家愁

而滞留北平时， 就劝说道： “啊呀！ 你怎么还在

这里？ 不走等甚么？” ［５］（Ｐ６２） 催促其出国留学。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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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决意留守北平的学人， 他也勉励道：
“鄙意以为诸兄定能在此时埋头著述， 完成年来

未完成之著作。 人生最不易得的是闲暇， 更不易

得的是患难。” ［６］（Ｐ１６８、１７４） 潘光旦也抱持着相近的

态度， 他在作别妻女离平南下之时即预见到：
“敌人鉴于我民族实力之不可侮， 国际正论之不

可拗， 及时悔祸， 还我河山， 则团聚之期， 当亦

不远也。” ［７］（Ｐ８）部分知识分子在家人暌隔、 国土

沦丧之际， 仍能相互勉励、 弦诵不绝， 亦可见他

们对中国抗战前途抱有必胜信念的乐观心态。
然亦有学者对抗战的前途持悲观态度。 如吴

宓在日记中记述道： “寅恪谓中国之人， 下愚而

上诈。 此次事变， 结果必为屈服。 华北与中央皆

无志抵抗。 且抵抗必亡国， 屈服乃上策”； 又言

“寅恪仍持前论， 一力主和。 谓战则亡国， 和可

偏安， 徐图恢复”。［８］（Ｐ２１９） 吴宓一度也有留守北

平之心： “盖宓之意向， 欲隐忍潜伏， 居住北

平， 静观事变， 置身局外， 苟全性命， 仍留恋此

美丽光明之清华、 燕京环境， 故不思他去， 不愿

迁移， 不屑逃避。” ［８］（Ｐ１９２） 后来， 时局骤变， 他

也不得不改变初衷， 选择了离城南下。 沈从文的

心态与吴宓颇有些类似， 他初意与城共存亡：
“我个人意思绝不与此大城离开， 因百二十万市

民与此城同存亡， 个人生命殊太小也。” ［９］（Ｐ２３６）

但其后来也不得不选择离开。 因资金匮乏而滞留

于北平的妻子张兆和在写给沈从文的信中感叹

道： “入晚夜静， 枪声时有所闻， 城内尚安， 奇

怪 的 是 西 长 安 街 的 两 大 戏 院 却 常 常 是 满

座。” ［９］（Ｐ２３９） 战争似乎并未阻碍部分人对于娱乐

享受的热爱， 这也使得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顿生

愤懑与悲凉之情。
久居沦陷之城的知识分子对于个人际遇、 国

家前途所持有的心态也颇为复杂， 愤懑悲戚、 感

慨自伤、 自嘲自谴各有不同。 执教于燕京大学、
辅仁大学的邓之诚在日记中感慨道： “卢沟桥事

变迄今六周年矣！ 战事了结不知何日， 伤今怀

古， 感慨无穷， 瞻念前途， 但增悲怛， 我怀如

此， 天意谓何， 触笔酸辛， 聊识冤愤， 不欲人

知， 自伤而已。” ［１０］ 时局不明， 学人观国土收复

无望， 其悲戚心情， 并非个案。 旧派学人傅增湘

面对危局， 与友人张元济的信函中则言： “我辈

高年， 遇 此 国 难， 则 身 家 之 计 亦 无 从 顾 及

矣。” ［１１］（Ｐ３５７）困居北平、 聊司笔札的谢国桢致友人

杨树达的信中坦露了自己的心境： “事变后地方尚

称安靖， 但消息沉闷， 不得朋友消息， 夏日冗长，
惟以读书自谴而已。” ［１２］（Ｐ７９）在沉闷与压抑的政治

氛围下， 学者们的自伤、 自嘲与自谴， 也反映了

这一留守群体五味杂陈的内心感受。
沦陷区知识分子在出处去就问题上， 其个人

抉择也颇具意味。 有些学者在恪守师道尊严与民

族大义之间选择了微妙的平衡。 如周作人的弟子

俞平伯， 在 １９３９ 年周氏 “落水” 接受伪职后， 即

选择与之疏离以保持自身气节。 周作人本欲让俞

平伯代燕京大学课程， 却被弟子委婉拒绝： “一则

功课非素习， 以前从未教过， 亦难于发挥”； “二
则接先生之席， 极感难继， 恐生徒不满意”；
“三则去年事变后， 即畏涉远西郊”。［１３］（Ｐ２６４、２６５）

俞平伯对其师之请婉辞不受， 所言 “畏涉远西

郊”， 表为托词， 实为持守节操、 维护自身清白

也。 此后的日子里， 俞平伯虽有为朋友、 亲戚谋

职之事请托于周作人， 但其个人却能在沦陷之下

的北平城始终守持民族大义于不坠， 这种精神也

是难能可贵的。
当然， 沦陷区知识分子在学术倾向上虽或相

近， 而政治抉择有时却截然相异。 当时的读书人

在 “真金入火之时”， 受到了非同寻常的政治压

力， 群体间难免出现分化， 可谓是： “遗老犹应

愧蜂蚁， 故人半已化豺狼。” ［１４］（Ｐ３５４） 尤其部分留

守北平的清朝 “遗老” 们， 战前因与民国政府

扞格不入而消极避世； 北平沦陷后又日渐活跃于

政学两界， 某些人还有屈节事伪之嫌， 此种情状

可谓是当时政治乱象中的又一抹灰色调。

二、 北平留守知识分子的交际

　 　 北平沦陷后， 留守的知识分子为保持民族气

节， 多离群索居； 其原有学术交谊方式， 如拜访

论学、 聚谈相讨、 办报论政等， 在日伪的政治高

压下变得难以为继。 严苛的政治审查与迫害， 知

识分子处于自身生存与民族大义的双重压力之

下， 学人之间的交际活动因此变得颇为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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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战时中日学人的交往

２０ 世纪 ２０、 ３０ 年代， 大批日本学人来到北

平， 如鸟居龙藏、 桥川时雄、 松崎鹤雄等， 与罗

振玉、 邓之诚、 陈垣、 傅增湘等多有学术交谊。
北平沦陷后， 在社会舆论、 道德评判乃至保守节

操的压力下， 这一交往变得极富敏感性， “民族大

义与学术无国界形成相当程度的紧张”。［１５］如何处

理纯粹的学术交往和坚守民族大义的关系， 成为

当时部分知识分子所面临的两难抉择。
以松崎鹤雄而言， 与陈垣在战前多有函札往

还， 请益不断。 北平沦陷后， 这种正常的学术交

谊却随之发生了些许变化。 他在一封与陈垣的信

函中言： “顷者敝国学界仰慕高风， 频属弟问先

生之阅历、 著述书目， 能听其请， 赐示先生自叙

传及大著书名， 则弟当冒风趋谒函丈。 奉教到贵

校教员细井先生处， 拟为此请， 未知先生无由请

谒也。” ［１６］（Ｐ２２６）函中所言 “教员细井”， 乃细井次

郎， １９３９ 年被派至辅仁大学， 名为教员， 实则

监察校务。［１７］（Ｐ１１３） 松崎鹤雄欲请陈垣作一自传，
但因正在两国交兵之时， 他心中又不免忐忑。 所

言 “先生谢俗， 不敢冒渎”， 大概深知陈垣的高

风亮节， 料想他必定不愿在此时与日本人交

往也。
除陈垣外， 松崎鹤雄与北平的其他中国学人

也多有交往， 邓之诚便是其中之一。［１８］ 《五石斋

札记》 中对此多有记述。 如 １９４３ 年 ９ 月 ２１ 日：
“访松琦深谈， 谓颇忧其国濒亡。” ［１２］（Ｐ１２７） 可见，
日本虽为侵略之国， 然其学人亦有亡国之忧。 松

崎也曾有向邓氏索要 “自叙” 之举， 初被婉拒，
“而坚请不已， 乃略叙生平不慕荣利及为学之方

以答之”。［１２］（Ｐ１４４） 抗战胜利后， 松崎鹤雄被民国

政府敦促返国， 但他因久居北平对中国颇怀眷

恋， 于是写信向邓之诚倾诉不愿离开之意。 邓氏

又请陈垣代为说情： “松崎柔甫不欲行， 将被敦

迫就道。 顷以书来， 辞甚凄苦， 未知先生能转托

友人为之缓颊否？” ［１６］（Ｐ３８５）然而， “缓颊” 最终未

成， 松崎被迫选择回国。
另一位日本学者桥川时雄， 与北平学人也多

有交往。 他战前主办 “文字同盟社”， 编辑发行

月刊杂志 《文字同盟》； 又主持 《续修四库全书

提要》， 因报酬丰厚， 平津一带学人多被延聘。
１９４０ 年， 桥川编写 《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 一

书， 述及中国学人概况甚详。 傅增湘为之作序曰：

子雍桥川君自东瀛来， 久居燕京， 相知

十余年矣。 嗣以从事东方文化总会， 与余过

从尤数。 其为学也勤， 其治事也勇， 其接人

也和以挚， 盖智力强果而才识开敏之士也。
近岁以来， 续修四库全书提要， 汲汲以征文

考献为务， 交游益广， 阅见益博， 凡故都耆

宿， 新学英流， 靡不倾身延接， 气谊殷拳，
而吾国人士亦多乐与订交而争为之尽力。［１９］

此序作于 “庚辰夏六月”， 即 １９４０ 年夏。
文中言 “久居燕京， 相知十余年”， 则又知相互

交谊之深； 中国学人中 “凡故都耆宿， 新学英

流， 靡不倾身延接”， 亦可知当时中日学人交往

范围之广。
又如， 曾在北平多所大学执教的汉学家鸟居

龙藏， 其与洪业等人多有交谊。 北平沦陷后， 日

本人以文化交流为由， 强令燕京大学增加一名日

本教员。 此举遭到了学者们的反对， 最终妥协的

结果是， 聘请鸟居龙藏担任客座教授。 校长司徒

雷登回忆道 “鸟居龙藏博士只提出了一项条件，
就是我们得保护他， 使他不受日本军事当局的压

力。 我们向他保证说， 只要他留在校园里就行，
这事容易办到”； 他则表示 “既然成了燕京的

人， 就永远属于燕京”。［２０］（Ｐ１２６） 鸟居龙藏为保持

学者的独立人格， 拒绝了所有日本方面的帮助，
更不愿接受日本军部的控制和救济， 生活日渐陷

入困顿。
毋庸讳言， 战争之下中日知识分子的交往不

免附有强烈的政治含义， 且战时日本学人特殊的

政治背景以及学术组织中浓重的侵略意图， 使得

后世学人看待这一问题时多以 “文化侵略史学”
涵括之。 然而， 对于北平沦陷区中日学人交往的

研究， 除了前述视角之外， 似亦应回归到当时学

术社群交往的情景中做具体分析。 可以说， 在纯

粹学术自由与紧绷的政治张力之间， 如何达到客

观而公允地评述、 论析， 是诚可思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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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战时中国学人的交往———以陈垣与傅增

湘的关系为例

沦陷之后的北平学人多以闭门谢客、 潜心著

述的形式来保持民族气节， 期间学人的交往也受

到诸多因素的掣肘。 身为辅仁大学校长的陈垣，
其个人遭遇及与傅增湘的关系， 颇值得关注。

可以说， 陈垣与傅增湘交谊甚笃。 傅增湘任

教育部总长时， 陈垣任教育部次长， 傅氏下野

后， 陈氏接任他做护理部务， 掌管大印， 相当于

代理总长。 抗战时期， 傅增湘出于诸多原因而留

守北平， 从事古籍的收藏与整理， 心境不免消

沉。 他在与挚友张元济的信函中称： “祸难方

殷， 兵戈满地， 我辈乃孳孳以考史拾遗为事。 真

所谓乾坤一腐儒也。” ［１１］（Ｐ３５９） 此间， 傅增湘因参

与东亚文化协议会［２１］ 并任要职颇遭时人诟病，
被视为节操有亏。 但是， 对于傅增湘与陈垣的关

系， 后世的论述不免有些失实之处。
陈垣的学生柴德赓回忆说：

陈先生拒不见客， 敌人老是麻烦他， 要

他参加东洋史地学会 （这名义上是学术团

体， 实际上是汉奸组织） 他拒绝； 敌人要

他出来担任当时敌伪最高文化团体———大东

亚文化同盟会会长， 他也坚决拒绝。［２２］（Ｐ４１）

孙金铭 《坚持对日斗争的陈垣校长》 一文

对此记述道：

日寇成立所谓 “东亚文化协议会”， 请

他作副会长， 说这是大东亚最高的文化机

构， 每月薪资几千元。 他义正词严地说：
“不用说几千元， 就是几万元我也不干！”
当他听到日寇拟改请某人出任时， 他和这人

是老朋友， 便连夜去找这位朋友， 希望不要

答应此事。 到了朋友家里， 才知道已经答应

了， 老校长闻后拂袖而去， 从此再也不和这

位朋友来往。［２３］（Ｐ５１）

事实上， 上述所论颇有值得商榷之处。 据史

料记载， 陈垣所辞 “东亚文化协议会” 的职务

应为副会长， 而非会长。 此会首任会长为汤尔

和， １９４１ 年改由周作人继任， “定章是有两个副

会长， 一个是中国人， 即傅增湘， 另一个则由日

本方面担任， 即东京帝国大学校长平贺， 始终没

有变换”。［２４］（Ｐ１５９） 由此可知， 上述陈垣的这位老

朋友应为傅增湘无疑。 而孙金铭所言 “从此再

也不和这位朋友来往”， 则又非实情。 观 《陈垣

来往书信集》 所录， 陈垣与傅增湘往来函札达

４５ 通。 傅增湘任 “副会长” 后， 双方亦有 ４ 通

信函往来。 前三封为纯粹学术性探讨， 时陈垣发

现 《魏书》 缺页， 并校勘补辑， 傅增湘索要此

页的临摹本， 故有函札。 抗战胜利后， 傅氏患

疾， 陈垣亲去探望， 并写信安慰： “偶阅竹汀自

撰年谱， 言五十七岁忽得风痹之疾， 两足不能行

动， 目入夜不能见物。 然 《通鉴注辨正》、 《疑
年录》、 《金石文跋尾》、 《元艺文志》、 《十驾斋

养新录》 等均撰次在患风痹之后， 尊恙区区，
当可以竹汀为例也。” ［１６］（Ｐ６６） 信中， 陈垣借清代

乾嘉名宿钱大昕 （号竹汀） 晚年虽遭遇风痹之

症仍著述不辍的精神来宽慰傅增湘， 实见老友间

情谊之笃。
可以说， 北平沦陷时期的知识分子们， 其交

往空间与战前相比显得更为逼仄、 狭小， 如何在

出处去就上保持民族大义于不坠， 是他们时刻萦

绕于心的一个问题。 那么， 在这一忐忑不安的心

境下， 中日学人和中国学人之间的往来、 交际变

得更为谨慎也在情理之中。

三、 北平留守知识分子的生存与反抗

　 　 七七事变后， 北平留守学人的生存环境急剧

恶化。 在经济生活上， 因战时物价腾贵， 学人们

多四处兼课， 甚而易稿、 卖书、 典当家产以维持

生计。 在撰述方面， 他们倡导有意义之学， 多以

暗讽、 隐喻等撰述方式来表达自身的反抗。
辅仁大学是当时学者们聚集的一个中心。 因

为有德国教会背景的缘故， 学校得以在沦陷区存

留。 那些滞留北平不愿当亡国奴的青年便纷纷涌

入辅仁大学。［１７］（Ｐ１１３）因之， 这里也成了知识分子

潜在抵抗的营垒。 陈垣致北平市教育局的公函中

即言： “代理文学院长董洗凡、 教育学院院长张

怀等为抵制敌伪奴化教育， 秘密组织文教协会，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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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定地下工作， 又与英千里及教授并附中教员等

三十余人被捕， 迨三十四年七月 始 次 第 开

释。” ［２５］（Ｐ５３２） 日伪政府对知识分子的逮捕使得留

守者们承受了更大的心理压力和潜在危险。
战时流徙于西南的陈寅恪———因未身处危机

四伏的 “笼城” ———对北平留守者所面临的困

境颇多隔膜， 曾致信陈垣曰： “北方秋季气候最

佳， 著述想益宏富。” ［２６］（Ｐ１３３） 言辞中竟不免有些

艳羡之意。 陈寅恪认为， 与南迁学人相较， 北平

学人既无迁徙流亡之苦， 又有书籍可供撰述之

资， 似应多有著述。 然而， 留守者的苦痛又非他

人所能感同身受。 抗战胜利后， 陈垣对前来探望

的郑天挺感叹道： “我八年没有出门了！” ［２７］（Ｐ５５２）

这种长期枯坐书斋、 难与外界交流的孤寂心情，
也是留守知识分子无法纾解的苦闷和痛楚。

当时， 书信成为学者们互致问候的重要方

式。 然而，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日人对北平知识

分子的书信检查日渐严密。 作为学界翘楚的陈

垣， 为避免受到监视和迫害， 不得不在信函中欲

言又止、 顾虑重重。 他在 １９４３ 年底与弟子方豪

的信中言： “书收到， 敬颂道安， 不一一。” 今

人或不识其缘由， 方豪则阐释道， １９４４ 年 “是
先生和辅仁大学处境最险恶的时期， 教职员被捕

极多， 陈先生不能不为学校着想而稍加谨慎

了”。［２８］（Ｐ９３）陈垣在与三子陈约的家书中说得更为

直白： “乱世家书， 凡关于碍检查之字样， 均应回

避。 删去六个字示例。 我不说明， 汝终不明

白。” ［２８］（Ｐ７４２）可见当时文禁的严苛。 当时往还信函

因检查而多有迟滞数月者， 以致陈垣也不免有

“若千山剩人之能声闻邻国也” 的感叹了。［２８］（Ｐ２０１）

“千山剩人” 乃明朝遗民、 著名诗僧， 入清后被

流放盛京， 禁止外出。 陈垣身处政治高压的北平

城， 数月不得书信， 不免有类似的屈身受辱之

感。 １９４３ 年以来， 陈垣所撰短篇 《北宋校勘南

北八史诸臣考》 《黄东发之卒年》 《李志常之卒

年》， 皆纯粹考证之作。 他从当时颇有寓意的

“遗民” 之学转而归复纯粹的学理性考证之学，
实与当时日渐严酷的政治环境息息相关。 １９４４
年初， 日军逮捕了英千里、 赵光贤、 叶德禄等

人， 陈垣亦有遭受缧绁之虞， 故其以文喻意、 激

励学人的做法， 似亦有因之而暂停的痕迹。
具体到写作环境， 陈垣亦多艰苦之状。 在撰

述 《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 时， 陈氏曾感叹道：
“事变以来， 五年之间， 四易其居， 道释二藏，
已各斥其一。 即有公家图书馆可借， 然供求苦不

相应”； 所谓 “禁其为自由之国民， 未尝禁其为

忠信笃敬之人也， 未尝禁其为危行言逊之人

也”，［２５］（Ｐ１０７）此非单纯言古， 而是藉史影射日本

人的禁锢与迫害。 战后， 陈垣在辅仁大学开学典

礼上言： “我们处在沦陷区域， 国旗拿不出来，
国歌亦唱不响亮， 甚至连说话都要受限制了， 为

了避免一切不必要的麻烦， 以往的八年是由不动

声色的黑暗世界中度过来的。” ［２５］（Ｐ５３０） 故而， 陈

垣提倡 “有意义之史学”， 实是借助史学典籍来

补偏救弊， 正人心， 彰士气。
另如辅仁大学历史系主任张星烺。 在北平沦

陷期间， 张星烺不变其初志， 任劳任怨， 在敌人

压迫之下， 仍慨然肩起为国育才之宏任。 每论国

事， 其多抱乐观， 以日美势力相较， 释生徒之忧

戚。［２９］困居围城之际， 张星烺笔耕不辍， 在 《中
德学志》 等刊物中撰述、 翻译了大量文章。

著名学者谢国桢 （字刚主） 在友人纷然南下

避难之际， 却毅然选择北上， 在沦陷之域过着书斋

式的生活。 他在 １９４３ 年除夕感慨道： “这几年来，
我一个人坐在书斋内， 常常这样的想， 当年认识的

好朋友， 多半都流散了； 有些朋友又都很忙， 我又

怎好意思去找他。 只有躲在角落里， 过我仰事俯畜

平凡的生活。 我不禁失笑。 我真成一个商人

了。”［３０］（Ｐ７５７）在岁寒时节、 风雪满庭之际， 谢刚主

枯坐书斋， 追忆当年师友唱和， 其孤寂怅惘之情

跃然纸上。
其他学人如顾随， 在北平沦陷后， 即将家中

大量宣传、 记述抗日的书籍和资料予以焚毁。 太

平洋战争爆发后， 其执教的燕京大学解散， 日军

搜捕更甚， 他又被迫将自己词集中有关抗日的文

字撕下烧毁。［３１］（Ｐ１０７ 、 １２４） 对于这种孤寂困苦的生

活， 顾随在一次祭扫鲁迅的墓地后感慨道： “大
师的墓上是已有宿草了。 自古皆有死， 在大师那

样地努力过而死， 大师虽未必 （而且也绝不）
觉得满足， 但是后一辈的我们， 还能再向他作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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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的要求吗？ 想到这里， 再环顾四周， 真有说不

出的悲哀与惭愧。” ［３２］（Ｐ４７０） 为维持生活， 顾随亦

兼课于中法大学、 中国大学， 所撰诗文颇重

“诗心”， 忧国忧民。 这种压抑、 愤懑的生活境

况也使得部分学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钱玄同在

北平城沦陷不久即因蛰居抑郁而赍志长逝。 而辅

仁大学教授余嘉锡， 其书房原名 “读已见书

斋”， 抗战后则题为 “不知魏晋堂”； 在与友人

信中自署 “钟仪”， 以春秋时楚国之俘自喻； 其

著述自题为 “武陵”， 以逃避秦乱的逸民自比，
寓意不言自明。

在潜心著述之外， 生存问题成了困扰学人们

的头等大事。 学人余嘉锡杜门著述， “淡薄自

持， 不亏操守。 每至饔飧不继时， 辄卖书以易

米”。［３３］（Ｐ３７７）留守北平的学者们所面临的生存压

力实为普遍现象。 当时敌占区北平的很多大学教

授都有这样的经历： 在 “晓市” 卖掉自己心爱

的图书， 换得粮店配售的每天 １８７ 克的混合面，
维持生命得以不死。［３４］（Ｐ２８７） 学人邓之诚因微薄薪

金难以维系丁口众多的家庭， 亦处于囊空如洗、
为生计发愁的境地。 最终， 他不得不典卖珍贵藏

书。 其日记曰： “托松琦代卖 《锡珍手稿四种》，
可得千金， 已略有成说。” 归家之后， 邓氏摩挲

古籍， 竟又有些恋恋不舍， “宁饥死亦不欲出手

也”。［３５］邓氏虽为书痴， 然而迫于生计， 不数日

仍将此书售卖。 售书所得， 买 “稻米六十斤，
费一百十四金。 于是寒家十四口， 两月无忧

矣”。［３５］典卖书籍是当时留守学人维持生存的不

得已之举。 上述皆为有教职的学人， 其生活尚如

此艰苦， 有难以为继之虞， 那些脱离于高校、 无

以谋生者， 其艰辛又可想见矣。
不仅如此， 在日伪的严苛统治下， 北平留守

知识分子还面临着政治恐怖的压力。 为此， 他们

在表面上虽然呈现出一种避言政事， 甚而明哲保

身、 委曲求全的姿态， 实则多采取了更为隐蔽的

潜在抵抗形式。 １９３８ 年俞平伯为徐北汀所临 《溪
山清远图》 题诗言 “承平风景依稀见， 莫问残山

故国秋” ［３６］（Ｐ３０６） 即是这一心态的反映。 又如抱疴

数载、 以衰病之躯滞留燕都的钱玄同， 对日军驻

兵北大校园、 太阳旗贴于自家门首之事， 看似轻

描淡写地寥寥数笔叙于日记中， 实则心境异常愤

懑， 以致在翻阅 《亭林诗集》 时， 不禁 “辛酸泪

下”。［３７］（Ｐ１３３５）同样， 困守孤城的黄宾虹身患白内障

之疾， 依然恪守民族大义， 拒绝事伪， 在日常生

活与交流中， 更多是 “在艺言艺”， 在信函中也

少有言及政治问题。 诚如他与友人的信函中所言：
“事变淹留， 蜷伏尘市， 日与古纸摩挲， 如世外

也。” ［３８］（Ｐ１０１）困居孤城， 日事笔墨， 足不出户做学

问， 也实属当时沦陷区学人的无奈之举。
总之， 留守知识分子们注重 “诗心”， 提倡

“有意义之史”， 这种藉历史典故影射当下的做

法， 彰显了他们在政治暴行与生存艰难的双重压

力下对个人尊严和道德底线的恪守。 与国统区知

识分子畅快淋漓的爱国表达相比， 北平留守知识

分子的抵抗形式更为多元化： 有人选择行动上的

政治抗争， 也有人选择消极避世的自我放逐， 更

有人选择枯坐书斋式的道德坚守。 当然， 在生存

频受威胁的境况下， 政治沉默与道德抗争似乎成

为了留守知识分子普遍采用的方法。

四、 结　 语

　 　 随着日本对北平城的占领成为一种常态， 留

守知识分子们曾怀有的尽快收复故都的热切期望

日渐冷却、 沉寂， 甚至变得迷惘。 他们所面临的

除了生存之忧外， 更多的是一种个体抉择上的无

所逃遁与内心情绪上的无处安放。 傅增湘在校勘

《金兰集》 的跋文中即感叹： “城邑既为墟莽， 乡

里尽化崔苻。 亦欲避地苟全， 而无山可入， 无田

可耕， 环顾四方， 有蹙蹙靡骋之叹。” ［３９］（Ｐ９７２）傅氏

这种愤懑不已而又难以言说的心情， 也是当时留

守者们所遭遇的共同困境。
那么， 对于沦陷区北平知识分子的心态与境

遇， 学界何以在较长时期内缺少应有的关注呢？
首先， 部分当事人的沉默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身

处沦陷之城北平， 许多学者过着隐忍苦守的生

活。 “落水” 的周作人曾言： “最初我是主张沉

默的， 因为有如徐君所说在沦陷区的人民都是俘

虏， 苦难正是应该， 不用说什么废话。” ［４０］（Ｐ７１９）

当然， “落水者” 周氏此言无疑含有自我辩白、
开脱罪责之意。 但这里暂且抛开周氏的屈节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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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政治立场不论， 只借用其中所提到的所谓甘愿

受难和主张沉默的心态。 实际上也正是在这样一

种心态的促使下， 许多留守学人在后来的追述中

多将这段经历有意无意地抹去。
其次， 抗战胜利后， 留守于沦陷区的知识分

子不免有一种不甚自信的心态， 他们也需要同人

对其操守的承认与彰显。 部分人对此颇能报以同

情之心。 史家缪钺在 《著史于夷狄之朝之不易

也》 中论道： “有中国人士， 误陷虏中， 不甘事

伪朝而拔身南归者， 其人虽贤， 魏收亦没其善而

妄加恶辞， 是则可已而不已者也。” ［４１］ 他借史事

表达了对那种非黑即白道德评判的不满。 黄炎培

亦言： “诸公羁滞陷区， 以湛冥之姿态， 扶持正

义， 维系人心， 其处境之艰， 用心之苦， 无日不

在同人怀念与钦敬之中。” ［４２］（Ｐ７２） 与普通民众相

比， 身处乱世的知识分子肩负着更多的道义责

任， 他们通过历史撰述来借古喻今， 委婉而隐晦

地表达民族正义与国家认同。 然而， 受制于当时

的舆论环境和意识形态， 后世的评判不免忽视了

他们复杂而纠葛的心路历程。
最后， 在爱国主义与国家主义的话语下， 留

守者们也面临着爱国不力的指责和压力， 或许这

也是他们避而不谈的一个原因。 一部分留守者因

其爱国方式的隐蔽性， 在抗战胜利后的道德审判

中有一种不被理解的苦痛； 另一部分人因埋首故

纸堆与保持政治沉默而招致道德上的非议； 更有

个别人因对道德操守的底线不自知而抱憾终身。

注释：

［ １ ］ 相关研究以对沦陷区上海、 北平的探讨较为详实。
傅葆石 （Ｆｕ Ｐｏｓｈｅｋ） 的 《灰色上海， １９３７－１９４５：
中国文人的隐退、 反抗与合作》 （上海： 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 ２０１２） 从历史阅读文本出发，
重塑了文人群体在乱世求生与民族气节的夹缝中

所作出的不同抉择。 李斐亚 （Ｓｏｐｈｉａ Ｌｅｅ） 的博士

论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ａｒｔｉｍ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９３７－１９４５ （Ｐｈ．
Ｄ， ＵＭｉｃｈ， １９９６）， 论述了北平沦陷区的高等教育

和文人团体。 另有北京大学袁一丹的博士论文

《北平沦陷时期读书人的伦理境遇与修辞策略》
（２０１３）， 论述了身陷北平之读书人的进退出处与

表达方式， 以及这一群体所遭遇的政治伦理困境。
［ ２ ］ 王汎森． 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Ｊ］． 新史学， ２００３ （４）．
［ ３ ］ 王汎森， 潘光哲． 傅斯年信札·第一卷 ［Ｍ］． 台

北：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２０１１．
［ ４ ］ 傅乐成． 傅孟真先生的民族思想 （上） ［Ｊ］． 传记

文学， １９６３ （５）．
［ ５ ］ 徐樱． 方桂与我五十五年 （增订本） ［Ｍ］． 北京：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０．
［ ６ ］ 耿云志， 欧阳哲生． 胡适书信集 （中册） ［Ｍ］． 北

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６．
［ ７ ］ 潘光旦著， 潘乃穆、 潘乃和编． 潘光旦日记 ［Ｍ］．

北京： 群言出版社， ２０１４．

［ ８ ］ 吴宓著， 吴学昭整理． 吴宓日记 （第 ６ 册） ［Ｍ］．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１９９８．

［ ９ ］ 沈从文著， 张兆和主编． 沈从文全集·第 １８ 卷·
书信 ［Ｍ］．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２００２．

［１０］ 邓之诚著， 邓瑞整理． 五石斋文史札记·八 ［ Ｊ］．
中国典籍与文化， ２００３ （２）．

［１１］ 张元济， 傅增湘． 张元济傅增湘论尺牍 ［Ｍ］． 北

京：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３．
［１２］ 杨树达著， 杨逢彬整理． 积微居友朋书札 ［Ｍ］．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１９８６．
［１３］ 周作人、 俞平伯著， 孙玉蓉编注． 周作人俞平伯往

来通信集 ［Ｍ］．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２０１３．
［１４］ 夏承焘． 天风阁学词日记 （第二册） ［Ｍ］．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２．
［１５］ 桑兵． 抗战时期国民党对北平文教界的组织活动

［Ｊ］． 中国文化， ２００７ （２４）．
［１６］ 陈智超编注． 陈垣来往书信集 ［Ｍ］． 上海： 上海

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０．
［１７］ 对于细井次郎在辅仁的表现， 教师启功曾有记述：

“日本侵略者不敢接管或干涉辅仁大学的校务， 只

派一名驻校代表细井次郎监察校务， 而这位日本代

表又很识相， 索性不闻不问， 听之任之， 并没给学

校带来什么更多的麻烦。 为此日本投降后， 陈校长

还友好地为他送行， 真称得上是礼尚往来， ‘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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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我， 我不犯人’ 了。” 参见启功． 启功全集·第 ９
卷 ［Ｍ］．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

［１８］ 邓瑞． 邓之诚与松崎等的友谊 ［Ｎ］． 南京大学报，
２００７－０１－１０．

［１９］ ［日］桥川时雄． 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 ［Ｍ］． 东京：
株式会社名著普及会， １９８２．

［２０］ ［美］约翰·司徒雷登著， 程宗家译． 在华五十年———
司徒雷登回忆录 ［Ｍ］． 北京： 北京出版社， １９８２．

［２１］ ［日］小林澄兄． 东亚文化协议会 ［Ｎ］． 三田评论，
１９３８－１０－０１．

［２２］ 柴德赓． 陈垣先生的学识 ［Ｃ］ ／ ／ ． 陈智超． 励耘

书屋问学记．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 １９８２．
［２３］ 孙金铭． 坚持对日斗争的陈垣校长 ［Ｃ］ ／ ／ ． 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

员会． 文史资料选编 （第 ２５ 辑）． 北京： 北京出版

社， １９８５．
［２４］ 周作人． “东亚文化协议会” 为何物？ ［Ｃ］ ／ ／ ． 全

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文史资料选辑 （第 １３５
辑）．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１９９９．

［２５］ 陈垣著， 陈智超编． 陈垣全集 （第 ２２ 册） ［Ｍ］．
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

［２６］ 陈寅恪． 陈寅恪集·书信集 ［Ｍ］． 北京： 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２００９．

［２７］ 郑天挺． 及时学人谈丛 ［Ｍ］． 北京：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２．

［２８］ 陈垣著， 陈智超编． 陈垣全集 （第 ２３ 册） ［Ｍ］．

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
［２９］ 万心蕙． 沦陷期间之张星烺先生 ［Ｊ］． 文讯， １９４６ （９）．
［３０］ 谢国桢著， 谢小彬、 杨璐主编． 谢国桢全集 （第七

册） ［Ｍ］． 北京： 北京出版社， ２０１３．
［３１］ 闵军． 顾随年谱 ［Ｍ］． 北京：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６．
［３２］ 顾随． 顾随全集 ４·日记书信 ［Ｍ］． 石家庄： 河北

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０．
［３３］ 周国林． 张舜徽学术文化随笔 ［Ｍ］ 北京： 中国青

年出版社， ２００１．
［３４］ 张承宗等． 百年青峰 ［Ｍ］．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

社， ２００７．
［３５］ 邓之诚著， 邓瑞整理． 五石斋文史札记·六 ［ Ｊ］．

中国典籍与文化， ２００２ （４）．
［３６］ 俞平伯． 俞平伯全集·第十卷 ［Ｍ］． 石家庄： 花

山文艺出版社， １９９７．
［３７］ 杨天石． 钱玄同日记·下 ［Ｍ］． 北京： 北京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１４．
［３８］ 上海书画出版社， 浙江省博物馆． 黄宾虹文集·书

信编 ［Ｍ］．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１９９９．
［３９］ 傅增湘． 藏园群书题记 ［Ｍ］． 上海： 上海古籍出

版社， １９８９．
［４０］ 周作人． 知堂回想录·从不说话到说话 ［Ｍ］． 北

京： 十月文艺出版社， ２０１３．
［４１］ 缪钺． 著史于夷狄之朝之不易也 ［Ｎ］． 益世报·

文史副刊， １９４２－１１－２６．
［４２］ 黄炎培著，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 黄炎培

日记·第 ９ 卷 ［Ｍ］． 北京： 华文出版社， ２００８．

Ｏｎ Ｂｅｉｐｉｎｇｓ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Ａｎｔｉ－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Ｗａｒ
ＺＨＥＮＧ Ｓｈａｎ⁃ｑｉ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Ｎｉｎｇｂ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ｉｎｇｂｏ ３１５２１１，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ｏｕｇｈ ｍｏｓｔ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ｓ ｆｌｅｄ ｔｏ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ｏｍ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ｓｔａｙ ｉｎ Ｂｅｉｐｉｎｇ ａｆｔｅｒ １９３７．
Ｕｎｄｅｒ ｄｕａ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 ｆｒｏｍ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Ｂｅｉｐｉｎｇｓ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ｈｅｓ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ａｎｄｅｒｉｎｇ， ａｎｇｅｒ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ｃｏｎｄｅｍ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ｕｔｉｏｕｓ ａｎｄ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ｔｈｅ
ｅｍｂａｒｒａｓｓ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ｌｌ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ｐｉｃｔｕｒｅｄ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ａｎｄ ｓｕｂｔｌｅ ｓｃｅｎｅ．
Ｖｉｅｗ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ｈｅｓ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ｓ ｓｕｆｆｅｒｅｄ ｍｏｒｅ ｓｔｒｉｎｇｅｎｔ ｍｏｒａｌ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
ｂｙ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ｗａｒ， ｍｏｓｔ ｏｆ ｔｈｅｍ ｗｅｒｅ ｒｅｌｕｃｔａｎｔ ｔｏ ｔａｌｋ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ｉｒ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ａ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ｎｔｉ⁃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ｗａｒ； Ｂｅｉｐｉｎｇｓ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ｄｉｌｅｍｍ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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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自处： 北平留守知识分子的心态与境遇


